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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村劳动力流失和质量下滑严重、农药化肥零增长以及政策支持空间受限

的背景下,除草剂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分析

了除草剂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机制,并选择全国６个省８１８份农户调研数据,以小麦为例,
运用 OLS和ESRM 实证研究了除草剂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除草

剂能够显著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ATT 为０．２８１,在反事实情景下,ATU 为０．３８３.进

一步将样本进行分区域异质性讨论,除草剂提升小麦生产效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提出必

须科学客观认识和重视除草剂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提高农户科学使用除草剂技能,加强

除草剂产品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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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中国农业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禀赋约束日益严峻的不利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实现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路径,２０１８年基本实现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任务,但似乎难以找到关于

高额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造成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困境的有效破解之路.陈

锡文认为中国出现粮食“三量齐增”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成本地板抬升挤压效应和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

的双重压缩,并指出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和抵御国际粮食大量进口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克服价格天花板

封顶效应,破除成本地板抬升挤压效应才是一条可行之路[１].因此,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提高粮食单

产成为破解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地板抬升挤压效应的关键所在.王美艳通过对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

查数据分析,发现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劳动力成本显著提升[２],并且成为中国粮食生

产成本迅速上升的主要因素[３].而在粮食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劳动力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杂草管理

环节,传统人工除草约占农田劳动时间的１/３~１/２[４].虽然在２０００年之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充

足,农田杂草管理以人工除草方式为主,但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非农就业机

会增加和非农工资提高,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不断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助推了农业生产中除

草剂使用量的迅速增加[５].
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十七连丰”是依靠扩大产能(加大土地、化肥、机械投入等)和损害控制(病

虫草害防治)两方面努力的结果.但是已有学者研究指出通过增加机械、化肥和土地要素投入扩大粮

食产能存在局限,如土地流转遭遇瓶颈、农业机械型号与土地条件不匹配制约农业生产、化肥边际产

出弹性为负等[６Ｇ８].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农业虫、草、鼠三大病害中,草害的防治面积不断

提高,且防治效果最佳,挽回粮食损失率最高,可以推断如果没有高效的草害治理,中国粮食难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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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连丰”的辉煌成果.由此不妨另辟蹊径,逆向思维,突破已有研究主要通过追加要素投入或追求

技术进步扩大粮食产能边界的研究范式,从损害控制的视角来选择新的生产要素替代劳动力,进而提

高粮食生产效率是非常合理和迫切的.
就中国而言,有２００多种杂草侵害农田,无法按时除草成为中国玉米产量损失的主要原因[９].在

不使用除草剂的情形下,中国每年在稻田中大约需要１０亿人日的劳动力投入进行人工除草[１０],这
在当前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流失的背景下是非常不切实际的,而劳动力的短缺造成的除草延迟会导

致水稻产量的急剧下降[１１].与人工除草相比,在日本施用除草剂减少了９７％农田杂草管理时间[１２].
此外,除草剂相比人工除草,能显著提高粮食产量[１３].由此可见,除草剂具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功能.
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除草剂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聚焦于提高杂草管理效率和节约劳动力两个

方面.首先,除草剂可以显著提升农田杂草控制效率.除草剂能够有效降低杂草与农作物对化肥、水
分等养料的竞争程度,有助于提升农作物产量[１４Ｇ１６].Gianessi研究印度、中国的玉米和水稻种植发

现,与人工除草相比,除草剂可以提高１９％~３２％产量[１７].而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田间试验的方法分析

除草剂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例如徐永江等研究发现除草剂相比人工除草能够

显著提高小麦亩产[１８],而程文超等则研究指出使用不同除草剂组合相比人工除草会造成小麦减产[１９].
其次,除草剂能够有效节约劳动力投入.与人工除草相比,在马里使用除草剂防治杂草能够节约７~
１０人日/公顷的劳动力[２０].即使与机械除草相比,在美国除草剂使农田杂草管理的劳动力需求下

降７０％~８０％[２１].同样,国内学者也研究发现除草剂可以显著降低农田杂草管理时间,如郭先华研

究指出使用除草剂进行棉田杂草防治比人工除草成本节约６３．２％[２２].此外,中国转基因抗除草剂大

豆人工费用为常规大豆人工费用的７６％,而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由于常规大豆种植中存在人工除草

成本[２３].
目前除草剂使用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田间试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但该方

法的局限是研究地块范围小,且对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外部环境因素要求苛刻,造成研究结论不具有普

适性,难以对国家层面的农业生产及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参考.本文基于中国６个省的８１８份农户

调查数据,以小麦为例分析除草剂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选择小麦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中国是全球

第一大小麦生产国,且全国近半数居民以小麦为主要口粮[１４],提高其生产效率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除草剂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机制如图１所示,当农业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等成本线

就是F１D１,劳动力投入为L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为K１(为便于分析,将化肥、机械等生产要素简化整

合为其他生产要素),此时农作物生产等产量线为S１.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造成劳动力成本逐

渐升高,导致劳动力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升高.根据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２４],农业生产

要素禀赋及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产生技术变革和新技术扩散.因此,作为理性的效益最大化追求

者,农户会减少劳动力投入,用其他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替代劳动力.假定没有除草剂投入的情

形下,农户为了保障和维持粮食产量不变,此时农作物生产等产量线仍为S１,农民的等成本线就是

F２D２,劳动力投入为L２,其他生产投入要素为K２.
而除草剂作为一种新型除草技术,相对于人工除草,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杂草去除效率更高,推动

了其在农业中被广泛使用[２０].除草剂通过提高杂草管理效率,降低了杂草与农作物对水、化肥、土壤

养分等的竞争压力[２５],而且由于土地的少耕或不耕,除草剂能减少水土养分流失和地表水分蒸

发[２６],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因此,在农户使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除草进行农田杂草防治的

情形下,农民的等成本线就是F３D３,除草剂的使用量为 HK２,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仍为K２,此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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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入变为L３,节约劳动力投入为L２L３,由于杂草管理效率提升,农作物生产等产量线变为S２,粮食

产量增加.所以,通过图１分析可以发现,除草剂不仅可以节约劳动力,还能够提高农作物土地单位

面积产量.

图１　除草剂对农作物生产影响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
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消费品和

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物质得到满足的农村居民开始追求

身心放松和精神愉悦等休闲体验[２７].当农户认为享受

自由、不受农业生产束缚带来的满足感更大时,其追求

精神享受是理性行为[７].当前中国小农经济呈现“生存

小农”和“理性小农”的两面性,且在自身“生存”保障得

到基本满足之后,随着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不断

升高,农户会更加“理性”地享受闲暇以实现收入和闲暇

的总体效用最大化,进而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这会造

成粮食生产率降低[２８].例如董欢等指出农业机械等生

产性服务的推广,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农户不再关注粮食

产量和质量,推动分散小规模农户从精耕细作向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倒退式发展,相比机械作

业,人工精耕细作的农业单产更高[２９].而除草剂类似于农业机械可以替代劳动力,其推广和使用可

能激励农户选择粗放的农业经营模式,从而对粮食种植产生不利影响,降低农作物土地单位面积

产量.
鉴于当前我国城乡经济水平发展差距明显,农民群体收入普遍不高,追求收入提高仍然是绝大多

数农民的基本愿望.而粮食种植收益依然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加之国家对小麦实施最低收

购价格政策,因此提高小麦的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对农户实现致富具有推动作用.因此本文假定第一

种影响机制可能更接近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农户使用除草剂会提高小麦的单位土地面积产量.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于２０１９年８－１１月间,对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和甘肃等６省的小麦种植农

户进行问卷访谈收集,共获得有效问卷８１８份.其中,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和甘肃各省所获样

本数分别为:１８２、１５５、１１４、１１２、１０７和１４８,占比分别为２２．２５％、１８．９５％、１３．９４％、１３．６９％、１３．０８％
和１８．０９％.具体抽取方法为每个省随机选取２个市,然后每个市随机抽取１~２个县,每个县随机抽

取１~２个乡镇,最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１~２个村,样本来自１２个城市１８个县２４个乡镇３２个村.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家庭情况特征、农业经营禀赋特征以及小麦生产情况等方面的详细

信息.

２．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由于农业生产效率内涵丰富,既可以通过DEA或SFA测算投入产出模型的技

术效率,也可以通过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来衡量[３０].为了分析除草剂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机制及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能,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３０],将小麦的生产效率界定为土地生产率,并
以单位土地面积的小麦产量来衡量,即亩均产量(千克/亩).

(２)核心解释变量.除草剂使用,即在农户在小麦种植过程中是否使用除草剂.
(３)控制变量.总结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影响小麦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户主人力资本、家庭

禀赋特征以及灌溉条件、土地规模、土地地力、机械化水平等农业经营特征等[３１Ｇ３２].因此,本文选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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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和机械、土地质量等小麦生产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由于每个省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支持政策不同,本文通过省域虚拟变量控制省际层面的差异.表

１给出了影响农户小麦生产效率所有变量的说明以及基本统计特征.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亩均产量 wheat 每亩小麦平均产量/(千克/亩) ４１６．７５０ １００．９６２ ２０１ ６２６
核心解释变量

除草剂 herbicide 小麦种植中使用除草剂:否＝０;是＝１ ０．７０８ ０．４５５ ０ １
户主个体特征

性别 gender 女＝０;男＝１ ０．９１１ ０．２８５ ０ １
年龄 age 周岁 ５３．３３９ １１．０５４ ２０ ８５

教育水平 education

没上过学＝１;小学＝２;

初中＝３;高中＝４;中专/职高＝５;

大专/高职＝６;本科及以上＝７

２．７６５ １．０９２ １ ７

党员 partyer 否＝０;是＝１ ０．１３４ ０．３４１ ０ １

健康状况 health
非常差＝１;较差＝２;

一般＝３;较好＝４;非常好＝５
３．２６３ ０．９６４ １ ５

家庭禀赋特征

雇工 hire 雇佣劳动力:否＝０;是＝１ ０．０３９ ０．１９４ ０ １
小麦收入比 ratio 小麦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值/％ １２．０８６ １．１８７ ６．９０４ １６．２６２
机械 machine 拥有农用机械:否＝０;是＝１ ０．１６４ ０．３７０ ０ １
耕地总面积 total_area 家庭耕地总面积/亩 ７．６８３ １２．１５６ １ ３００
转入 turn_in 转入土地:否＝０;是＝１ ０．１０６ ０．３０８ ０ １
小麦生产特征

质量 level
土地质量:很差＝１;较差＝２;

一般＝３;较好＝４;很好＝５
３．４６５ ０．９１７ １ ５

机耕 tractor 适宜机耕:否＝０;是＝１ ０．８４４ ０．３６４ ０ １
灌溉 irrigation 及时足量灌溉:否＝０;是＝１ ０．５９２ ０．４９２ ０ １
地区控制变量 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甘肃等６个省

　　３．核心变量统计分析

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分析,以期得到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关

系的直观性判断.从表２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就小麦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而言,使用除草剂农户大于非

使用除草剂农户,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初步判断农户使用除草剂可以提高小麦

生产效率.下文将通过计量模型来证实这一结论.
表２　两类农户小麦单产的T检验

小麦单产 未使用除草剂农户 使用除草剂农户 差值 T 值

亩均单产/(千克/亩) ３８５．６９６ ４２９．５６８ －４３．８７２ －５．７６２∗∗∗

　注:∗∗∗ 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实证估计及结果解释

　　１．OLS基准回归

农户使用除草剂与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关系的实证模型如式(１)所示.

lnYi＝β０＋β１herbicide＋βiX ＋vi＋μi (１)
其中,lnYi为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对数值;herbicide表示农户是否使用除草剂的二元选择变量;

X 表示影响小麦产量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小麦生产受区域性农业支持政策和自然环境影响较大,选
取υi代表省级地区层面影响小麦产量的固定效应因素,β０、β１

、βi是变量系数,μi是随机扰动项.
采用 OLS估计的除草剂对农户小麦生产单位面积产量(lnwheat)的影响见表３.模型(１)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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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主要解释变量农户是否使用除草剂(herbicide)对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农户使

用除草剂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模型(２)~模型(４)是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逐步加入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禀赋特征、小麦生产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根据估计结果可知尽管

除草剂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发生变化,但符号未发生改变且仍然显著,说明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与除草剂

呈正相关关系的稳健性很好.完整的模型(４)显示,除草剂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小麦单位

面积产量,假设 H 得到了初步证实.
表３　基准回归 N＝８１８

(１)
lnwheat

(２)
lnwheat

(３)
lnwheat

(４)
lnwheat

herbicide ０．０６２∗∗∗(０．０２０) ０．０７５∗∗∗(０．０１９) ０．０７５∗∗∗(０．０２０) ０．０６７∗∗∗(０．０１９)

gender －０．００９(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０．０２５)

age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education ０．００２(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０．００９)

partyer ０．０２３(０．０２６) ０．０１８(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０．０２５)

health ０．０４９∗∗∗(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０．０１０)

hire ０．０２６(０．０４５) ０．０３４(０．０４８)

ratio ０．０２２∗∗∗(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０．００７)

lntotal_area －０．０１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０．０１３)

turn_in －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０．０２７)

level ０．０１８∗(０．０１０)

tractor ０．０５２∗(０．０２７)

irrigation ０．０７２∗∗∗(０．０１９)
_cons ６．００２∗∗∗(０．０２３) ５．８１２∗∗∗(０．０６６) ５．５７６∗∗∗(０．１０３) ５．５５１∗∗∗(０．１０２)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adj．R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５ ０．２８８
F ３５．６７７ ２７．９６６ ２１．１２２ ２０．２１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同.

　　就控制变量而言,户主的身体健康水平(health)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对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

显著的提升作用.原因是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其能够在小麦种植、灌溉、收割等环节投入更多的

精力,提升小麦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小麦种植收入占家庭收入比(ratio)在５％
的统计水平上对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小麦种植收入占家庭收入

的比重越大,农户对小麦生产的重视程度越高,关于机械、灌溉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投资较为积极,进而

提高小麦生产效率.种植小麦的土地质量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原因

是土地质量越好,土壤的肥力高,有利于小麦产量的提升.土地适宜机械耕作(tractor)在１０％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可能的原因是土地适宜机械耕作将会使该地块进行机械深

耕的概率加大,而深耕有助于提升土地肥力,进而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土地能够及时足量灌溉

(irrigation)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对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灌溉措施能减弱

干旱等不利气候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能够显著提升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值得注意

的是,耕地总面积(lntotal_area)对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为负,但不显著.这与唐轲等[３３]的研究结论

类似,说明当前中国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具有负向影响的“增规不增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

解决.

２．内生转换模型———克服“自我选择”和“处理效应异质性”

IVＧ２SLS模型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但农户作为理性个体使用

除草剂的决策是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自我选择结果,因此IVＧ２SLS模型无法克服样本自我选择造成

的估计结果偏误.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作为一种改进的估计方法虽然能够有效消除户主年龄、家
庭人口以及土地规模等可观测变量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但无法克服农户的风险认知、自然资源禀赋

等不可观测变量造成的偏误[３４].处理效应模型虽然能够弥补PSM 方法的不足,消除不可观测变量

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误,但是没有考虑样本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即忽视了使用除草剂农户和非使用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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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结构性差异[３５].内生转换模型(ESRM)则通过截断正态分布方法计算逆

Mills比率(IMR)来校正此偏差,综合考虑了农户使用除草剂的选择性偏误和使用除草剂与否两类农

户小麦生产效率的异质性问题,进而能够获得有效的一致估计量,为适合本文分析更为严谨的研究

方法.

ESRM 具体运用到本文是将农户使用除草剂的选择方程与两个小麦生产效率结果方程,即使用

除草剂农户和非使用除草剂农户的小麦生产效率方程联立.其估计思路主要分两步:首先,运用

Probit模型估计农户使用除草剂的选择方程;其次,运用 OLS估计使用除草剂农户和非使用除草剂

农户之间小麦生产效率的差异.

I∗
i ＝Ziγ＋εi (２)

其中,γ 为待估参数,ɛi为误差项,I∗
i 为潜变量,其决定农户将是否在小麦种植过程中使用除草

剂.当I∗ ＞０时,令I∗ ＝１,农户使用除草剂被观察到;当I∗ ≤０时,令I∗ ＝０,农户不使用除草剂被

观察到,且这两种状态不能同时存在.Zi是影响农户使用除草剂决策的一组变量,但为了识别,Zi中

至少有一个识别变量不包含于Xi中,该变量直接影响农户除草剂使用的决策,而不影响小麦的生产

效率.本文选取周边农户使用除草剂比例作为识别变量,原因是除草剂在中国的广泛使用是在２０００
年之后,即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的背景下逐渐兴起的[５],同时除草剂作为一种新

型农业技术,农户与其他农户的互动学习对其技术采纳的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３６],但不会直接

影响小麦的生产效率.
由此,不同农户除草剂使用的情形下,小麦生产效率方程由(１)式转化为(３a)式和(３b)式,分别为

使用除草剂和非使用除草剂农户的小麦生产效率的结果方程:

lnY１＝β０＋β１herbicide＋βiXi＋vi＋μ１ 若I∗ ＝１ (３a)

lnY０＝β０＋β１herbicide＋βiXi＋vi＋μ０ 若I∗ ＝０ (３b)
(３a)式和(３b)式中的σ１３＝cov(ε１,μ１)、σ２３＝cov(ε２,μ０)分别表示农户使用除草剂选择方程和小

麦生产效率结果方程的协方差.当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农户除草剂使用决策行为和小麦生产效率

时,造成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的残差项存在相关关系.若σ１３和σ２３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则说明运用

OLS估计的结果有偏,解决“自选择”和“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此时需要运用ESRM 同

时对决策选择方程(２)式和生产效率结果方程(３a)式、(３b)式进行估计,从而得到一致有效的估计结果.

ESRM 的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模型(５)是农户使用除草剂选择方程的估计结果,模型(６)
和模型(７)分别为使用除草剂农户和非使用除草剂农户小麦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

示:ESRM 中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的误差项相关系数σ１３和σ２３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联合独

立似然比χ２(２)通过了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选择ESRM 进行估计是必要的.此外,
根据范晓菲等[３７]的研究结论,σ１３和σ２３均为负数说明使用除草剂农户高于总体农户的平均小麦单位

面积产量,而非使用除草剂农户则低于总体农户的平均小麦单位面积产量,这表明农户使用除草剂能

够显著提升小麦生产效率.

３．基于ESRM的处理效应测算

根据ESRM 的实证结果,可以估计出农户的实际小麦生产效率期望值与反事实小麦生产效率的

期望值,进一步测算使用除草剂和非使用除草剂农户小麦生产效率的差距.具体计算方程如下:

E(Y１i|P＝１)＝X１iβ１＋σ１３λ１i (４a)

E(Y０i|P＝０)＝X０iβ０＋σ２３λ０i (４b)

E(Y０i|P＝１)＝X１iβ０＋σ２３λ１i (４c)

E(Y１i|P＝０)＝X０iβ１＋σ１３λ０i (４d)
使用除草剂农户小麦生产效率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可以表述为方程(４a)与方程(４c)之差:

ATT＝E(Y１i|P＝１)－E(Y０i|P＝１)＝X１i(β１－β０)＋λ１i(σ１３－σ２３) (５)
非使用除草剂农户小麦生产效率平均处理效应(ATU)可以表述为方程(４d)与(４b)之差:

ATU＝E(Y１i|P＝０)－E(Y０i|P＝０)＝X０i(β１－β０)＋λ０i(σ１３－σ２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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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N＝８１８

(５)
herbicide

(６)
lnwheat

(７)
lnwheat

gender －０．１９８(０．１８６) ０．０２３(０．０３８) －０．０４１(０．０６０)

age ０．００３(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education ０．０７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０．０１６)

partyer ０．０５８(０．１５８) －０．００９(０．０３３) ０．０６７(０．０４８)

health －０．２２５∗∗∗(０．０５７) ０．０５２∗∗∗(０．０１２) ０．０６２∗∗∗(０．０１７)

hire ０．１０８(０．２６６) ０．０５７(０．０５７) ０．０７０(０．０７７)

ratio ０．０３９(０．０４６) ０．０１４(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０．０１３)

lntotal_area ０．３４３∗∗∗(０．０８３) －０．０４９∗∗∗(０．０１７) －０．０８７∗∗∗(０．０２３)

turn_in －０．０３３(０．１７４) ０．０１３(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０．０５３)

level ０．０１９(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０．０１７)

tractor ０．２６５∗(０．１４０) ０．０１５(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０．０３８)

irrigation －０．１４４(０．１２０) ０．０９２∗∗∗(０．０２３) ０．１７２∗∗∗(０．０３３)

herbicide∗ １．８９２∗∗∗(０．２３１)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_cons －１．０９０(０．７０１) ５．６３４∗∗∗(０．１４６) ５．６７７∗∗∗(０．１９３)
σ１３或σ２３ －０．７９０∗∗∗(０．０６２) －０．５３０∗∗∗(０．１０６)
联合独立释然比χ２(２) ４３．４９∗∗∗

Wald检验 ７９．５０∗∗∗

对数似然值 －３３３．３９１

　　表５给出了 ESRM 测算的除草剂使用对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其中 ATE 为

０．３１２,ATT 为０．２８１、ATU 为０．３８３,且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５同时给出了 OLS模型、PSM 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或系数)的结果.正如前文

讨论,ESRM 模型兼顾考虑了样本自我选择和处理效应的异质性问题,估计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其他

模型都不同程度地低估除草剂使用对提高小麦生产效率的作用.
表５　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

OLS PSM 处理效应模型 ESRM

回归系数/(ATE) ０．０６７∗∗∗(０．０１９) ０．０７２∗∗∗(０．０１９) ０．１０５∗∗∗(０．０２１) ０．３１２∗∗∗(０．００６)

ATT ０．０７７∗∗∗(０．０２３) ０．２８１∗∗∗(０．００７)

ATU ０．０５９∗∗(０．０２４) ０．３８３∗∗∗(０．０１４)

　　本文与徐永江等的研究结论相近,其在浙江省慈溪市的小麦种植对照实验研究发现,使用除草剂

比人工除草亩产提高２６．１１％[１８].但是Chambers等指出农户在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和实践活

动与受控实验条件下的行为实践不符合[３８].因此,不能将农户在实际生产活动的数据与受控实验条

件下获得的数据进行直接对比分析.就除草剂使用而言,在实验田中,人工除草能够及时和高效地进

行杂草管理,而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农户通常还有其他农业生产活动,不可能只专注于小麦除草,因此

难以对杂草进行及时高效地去除.而李永丰等通过对小麦田间杂草防治阈期的研究发现,小麦出苗

后,如果杂草去除不及时,小麦的产量损失率会随保留杂草天数的延长而增加[３９].此外,结合近年来

农业科学种植技术和小麦种子培育技术的发展,在麦田杂草管理良好的条件下,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

必然会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使用除草剂对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提升比率比徐永江等[１８]的

研究结论高５．１％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更加清晰形象地反映除草剂对农户小麦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本文给出了两类农户分别在

拟合和反事实两种情境下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概率密度分布.如图２(a)所示:当前使用除草剂农户

在不使用除草剂的反事实情景下,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将明显左移,表明农户使用

除草剂能够显著提升小麦的生产效率;如图２(b)所示:当前不使用除草剂农户在使用除草剂的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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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景下,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将明显右移,表明当前不使用除草剂的农户如果使

用除草剂,其小麦生产效率将大幅度提升.

图２　两种情形下农户小麦生产效率的概率密度

　　四、分区域异质性分析

　　国家从２００４年开始选定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等６个省份作为小麦最低收购价格

政策的执行地区.因此,结合调查样本的区域分布,本文选择其中的河北、河南、江苏、山东４个省份

作为小麦主产区,山西和甘肃则为小麦非主产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根据２０１７年国家统

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６个主产区省份占全国小麦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７５．７３％和

８２．４２％,因此稳定主产区小麦生产,对保障全国小麦产量意义重大;第二,相比非政策执行区,小麦最

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刺激了政策执行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了种植面积,说明政策实施会显著影

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以及技术采纳行为[４０].
表６　分区域ESRM平均处理效应

地区 主产区 非主产区

ATE
０．２３３∗∗∗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ATT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ATU
０．３６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分区域ESRM 估计的除草剂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见

表６.主产区的ATT 和ATU 以及非主产区ATT 均

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非主产区的ATU 虽然

不显著,但也为正值.因此,不论是在小麦主产区还是

非主产区,农户使用除草剂均能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

量.这表明了除草剂提高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结论具

有稳健性,假设 H 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选择中国６个省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利用ESRM 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处理效应异质性的前

提下分析了除草剂对小麦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草剂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小麦种植的单

位面积产量.在此基础上,测算出除草剂对小麦种植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

０．２８１,在反事实情境下平均处理效应(ATU)为０．３８３.进一步将样本进行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

除草剂提高小麦生产效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不断流失、化肥和机械等要素提高粮食产量空间逐

渐缩减的不利农情,除草剂在粮食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是必然趋势.因此,为了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缓
解粮食“三量齐增”困境,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在粮食种植中合理推广使用除草剂.在

中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农情下,推广使用除草剂有助于推进人工除草向少耕和休耕种植模

式的转变,进而减少土壤中水分、养分和有机质流失,改善耕地质量和提高土壤肥力,最终提升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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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其次,提高农户科学使用除草剂的技能.目前农资市场除草剂产品品种多样,但有效去除杂

草需要正确选择除草剂品种、合理配置药液浓度以及科学喷洒方式三个前提,否则不仅不能有效控制

杂草,而且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可以看出除草剂使用具有专业性高和技术性强特点.而当前中国农户

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农业科技知识匮乏.因此,相关农业科研院所以及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

员,应定期面向农户举办除草剂技术培训和讲座,提升农户除草剂使用的知识和技能,最大程度避免

因除草剂误用造成的潜在农作物减产.最后,加强除草剂产品质量监督.随着农业生产对除草剂的

旺盛需求,市场上销售的除草剂品种繁多,但有效成分含量不足或未检出、缺乏检测依据、以次充好等

问题突出.假冒伪劣的除草剂产品,不仅不能有效管理杂草,还会对农作物根系以及土壤微生物造成

损伤,给农户利益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农业、工商、质检等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对除草剂销售市

场的监督检查,制定除草剂产品国家标准和检测标准细则,推动农药登记和执法部门在抽检执法过程

中有据可依,有效降低不合格除草剂产品对粮食生产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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